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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沁县族谱中的 “门”与 “门”型系谱

———兼论中国宗族世系学的两种实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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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房”“门”一向用来标识中国宗族内部的分支，明清以来山西省沁县
族谱中的 “门”，则除了标识分支，还另有深意。 “门”的中心概念是同辈兄弟而
非异辈父子；同辈兄弟既可一人一 “门”，也可多人一 “门”；同辈诸 “门”间可
互为第一旁系至第四旁系。立 “门”既与移民宗族在沁县的发展阶段有关，又反
映了族人以整合兄弟关系来增强宗族内向性和凝聚力的要求，是 “亲亲”传统的
延续。 “门”型系谱不影响各分支原有的继承制度，在包容性上与地缘相近的
“房”间联宗相似，但拟制性大大降低。“门”及 “门”型系谱，可以构成与 “房”

型系谱不同的另一种世系学实践类型。

关键词：沁县　房　门　族谱　联宗

长期以来，中国宗族的分支 “房” （又称房分、房支），已经被研究者认定是从属于 “族”

这一包容性 “上级单位”之下的一个分析性 “次级单位”；其世系学意义，相当于社会人类学定
义的ｓｕｂ－ｌｉｎｅａｇｅ或 “谱系裂变分支”，① 形象比喻即树干与枝叶的关系。林耀华、多贺秋五郎、

陈其南、常建华等运用不同时代的资料，选择不同的观察角度，深入分析和系统概括了 “族—

房”模式的理论内涵、历史形态及实践意义。②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陈其南在１９８５年所
撰 《“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一文中，根据 “房”的中心概念作出的归纳：

“房”的中心概念———儿子相对于父亲的身份———是相当清楚而一致的。由这一个中心
概念所含蕴或延伸出来的相关语意范围可以简单地归类为以下的几个原则： （１）男系的原
则：只有男子才称房，女子不论如何皆不构成一房。 （２）世代的原则：只有儿子对父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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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２０１３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建国后三十年间所出新谱研究”（１３ＹＪＡ７７００２５）

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对匿名审稿人的指教及修改意见，笔者敬致谢忱。

Ｍ．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Ｌｉｎｅａ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Ａｔｈｌｏｎ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ｐ．３６．
另参见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５章
《宗族制度》，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２１页。
参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１９３５）第２章，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多贺秋五郎：《宗谱的研
究》第１部 《解说·宗谱的分类》，东京：东洋文库论丛第四十五，１９５９年；陈其南：《“房”与传统中
国家族制度：兼论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家族研究》，《汉学研究》第３卷第１期，第１２７—１８３页，后收入
氏著 《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０年，第

１２９—２１４页；常建华：《宗族志》第３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构成房的关系。孙子对祖父，或其它非相邻世代者皆不得相对称为房。 （３）兄弟分化的原
则：每一个儿子只能单独构成一房，而与其他兄弟分划出来。 （４）从属的原则：诸子所构
成的 “房”绝对从属于以其父亲为主的 “家族”，所以房永远是家族的次级单位。（５）扩展
的原则：房在系谱上的扩展性是连续的，“房”可以指一个儿子，也可以指包含属于同一祖
先之男性后代及其妻等所构成的父系团体。 （６）分房的原则：每一父系团体在每一世代均
根据诸子均分的原则于系谱上不断分裂成房。①

经过陈其南的细心总结， “房”在中国宗族世系学上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它是一个分析性范畴，

具体指以父—子关系为前提的兄弟均分和兄弟独立；“房”的谱牒形式 （或称 “谱式”）即 “房”

型系谱，是以世代连续的形式，从祖先、后裔两个方向，大致对称地展现族内某一独立分支的纵
向渊源和后裔传承。“房”的其他功能均派生自以上核心规定。而位于 “房”之上的 “族”，即
意味着对组织分立、功能自立的各房支的聚合、收拢，即 “合房收族”；若加以系谱表达，就是
形成一部 “房”间联宗谱。

由于引起陈其南注意的，主要是台湾汉人社会研究及西方汉学家的中国研究，因此就没有
考虑内地社会与 “房”不同的其他历史范畴———比如本文所关注的 “门”，是否也有可能成为
“厘清汉人家族制度的关键”？②

笔者在研读山西省沁县 （及晋东南其他地区）③ 族谱时，注意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无论在
明、清、民国族谱还是在近年新编族谱中，凡提及族内分支和族人归属，所用概念都是 “门”

而不是 “房”，如某族 “有几门”、某人 “属几门”等。这与传统认识基本一致，即清初学者张
文檒所说：“宗族分支，北方称门，南方称房。”④ 但沁县族谱中的 “门”除了有分支意义，还有
其他超越分支的意义。这就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沁县大多数族谱所立之 “门”与 “房”是
什么关系？导致 “门”的内涵出现复杂演变的原因可能有哪些？立 “门”前后的宗族功能是否
发生变化？

在明清以降的沁县族谱中，“门”是一个小于 “族”、大于 “房”的包容性范畴。其表现形
态，是通过对同辈兄弟不同的组合方式，在分支林立的同宗全图中形成一组新的世系起点，起
点的代表者称 “门祖”或 “门主”。这是一个上有少量共同的直旁系祖先，下有大量源自各门主
的直旁系后裔，在追溯、继承两个方向上呈不对称扩展的 “门”型系谱；⑤ 自该系谱成立以后，

宗族内原有分支即可被包容其中。立 “门”的目的，不是质疑或排斥 “房”，也不是在族内形成
一级独立的功能性组织 （至少在沁县是如此），而只是用与 “房”不同的系谱原则和表达方式
（即实践类型）提高宗族的凝聚力。“门”及 “门”型系谱在理论上所具之深刻性和独特性，是
将其界定为中国宗族史上另一种世系学实践类型而非地域类型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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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１２９页。
山西省沁县，位于晋东南核心地区，春秋时为晋国铜鞮邑，秦汉设县，属上党郡，隋唐属潞州，宋属
河东路，金元至清称沁州 （明为省直隶州），１９１２年迄今称沁县，现属长治市。“晋东南其他地区”，约
指今属长治、晋城两市的沁源、武乡、沁水、阳城等县。
张文檒：《螺江日记》卷８ 《房支》，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子部，第１００册，１９９５
年，第８３页上栏。事实上，北方宗族称 “房”与南方宗族称 “门”者所在多有，且不无随意。张氏显
然是就南北方民间习惯的一般状态约而言之。
所谓 “门”型，亦借用简化汉字 “门”的字形：笔画 “点”下之 “横”与两边之 “竖”，分别象征同辈
及同辈兄弟；短 “点”与长 “竖”，则象征祖先追溯 （向上）、后裔继承 （向下）的系谱不对称。



在国内外学术界，除了秦燕曾对 “门”的内涵有所揭示外，① 目前能够注意族谱中 “门”之

另类存在，并从与 “房”型系谱相同或相异的角度分析 “门”的学者及研究成果还不多。导致

这一结果的原因，或与长期以来研究者过于强调中国宗族世系观念的一致性，从而降低了对于

各区域间可能存在某些差异性的敏感程度有关。作为对此欠缺的弥补，笔者拟从沁县族谱中的
“门”及 “门”型系谱的基本规定、内涵层次、实践过程、功能目标入手理解这一范畴，并根据

沁县的历史人文环境及沁县宗族的普遍发展状况，对 “门”及 “门”型系谱的形成背景、 “门”

内联宗与 “房”间联宗的异同等等，提出一些假设性解说。对于 “房”及 “房”型系谱问题，

则只涉及可在本文主题范围内进行比较的部分，不作细节性展开。

一

族谱中有 “门”不仅见于晋东南，还见于其他地区。② 如秦燕就根据陕北族谱的记载，总结

出清代陕北宗族具有 “家 （家庭）—门 （房支）—族 （宗族）三个不同层次”的结构特征。对

位于第二层次的 “门”，秦燕判定其性质如下：

门……是指宗族因血缘世代的繁衍分裂中产生的房支，……门 （房支）是自然而然形

成的，始迁祖有几个儿子，分家后每个儿子都组成各自的家庭，形成了 “门”，有几个儿子

就分成为几门。……门 （房支）是陕北宗族结构中的重要支点，从纵的方向上，是父系血

缘谱系世代延续的连接点，从横的方向上，是宗族血缘同一世代的不同分支。在宗族的日

常运作中，门又是基本的祭祀、活动的组织单位。③

除了没有说明独子是否成 “门”外，引文中的 “门”就是 “房”；除了用字不同，其中心概念、

表现特征及在宗族研究上的意义，与陈其南概括的 “房”几乎没有差异。在陕北宗族中，一个

以 “门”为 “重要支点”的宗族系谱示意图，应该与以 “房”为单位的同类示意图重合。事实

上，秦燕的上述观点，已概括了张文檒所谓 “北方称门”中的大部分 “门”的分支意义。

山西沁县的情况则不同。当地的族谱编纂者似乎从来不按 “族—房”模式展现宗族的上级

和次级结构。按新编 《沁县志》对该县修谱传统的概述：

旧时，县人重修谱，无谱者不多。……谱牒十分讲究，一般用麻纸抄录，装订成册；

有的用麻纸裱装成折叠式，如画册状，外加布封套；也有富户全用细布抄录，按门分卷。

家谱前有序言，记述本氏族得姓缘由、祖籍何处、何时何人起始迁来沁州、所经大事、发

展情况等；名讳部分按传世辈数，由始祖写起，逐代记录。有的只记名字，有的则把每个

人的经历、生卒年月、妻室姓氏、子女名字都简要记明。④

“富户”与否，主要表现在 “抄录”谱文时是 “用细布”还是 “用麻纸”；至于是否对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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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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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燕：《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谱中之 “门”还可见于晋西南、晋中、陕北、豫中、鲁中等地，朝鲜古代汉文族谱中也有 “门”（参见
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但这些 “门”或意同 “房”“支”，或意
同 “族”，与沁县之 “门”差别较大。笔者之所以专论沁县，并非谱中之 “门”唯沁县独有，而主要是
基于已读范围，以及沁县资料具有概括某一类型所需典型性、普遍性、复杂性的缘故。关于各地谱中
之 “门”的异同，尚待进一步清理、比较。
秦燕：《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第６６—６８页。
山西省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沁县志》卷２５ 《民情风俗·家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６２７
页。以下简称 “新编 《沁县志》”。



“按门”归类，则视需要而定。通常情况是，当某宗族经历若干世代、累积了一定的人口、分支

及财产后，就会从某一世代起立 “门”，对象是一部分同辈分支，但独子不立 “门”。如果无此

需要，各分支就继续按世代记名，既不称 “门”，更不称 “房”。在现存１８４１年至２０１４年间编
（抄）成的４０种沁县 （州）族谱中，无 “门”者固然还有不少，① 却没发现对族人进行整理时单

独称 “房”。② “房”显然不是沁县宗族关于分支的习惯用语。即便父辈源自华南，一旦迁沁落

籍，繁衍成族，所编族谱也必像本地其他宗族一样，“按门”划分族内相关人群。

祖籍潮州大埔的傅喦，清道光年间出生于沁县，在所撰沁县 《傅氏家谱·家谱凡例》之一、

之三中说：

谱序自高高祖递七世，而在沁立祖者，则楚堂公为始。缘以上世系源流，无据可考，

今自楚堂公为断，知上已单传五世，至己喦生四子，拟分四门，草创家谱，昭兹来许。倘

后能携来谱式，远稽宗派，更补缺略，企予望之。

……

谱图尺幅联络贯串；故自五世下，列为四门，俾展卷者了然于目。至世系亲疏，每门

分支外，至排行间，一体按齿序，兄先弟后，秩然不紊，仍于本名下书某人子，以志别。③

按华南宗族普遍遵循的 “族—房”模式，沁县傅氏可称为 “潮州大埔傅氏迁沁房”或 “迁

沁分支”；编谱者傅喦之父楚堂公以上四世 “单传”，自是 “单传”的一房，但傅喦并未按此惯例称

其为 “房”。他最关心且想表达的，是从自己所生的四子开始 “草创家谱”，在傅氏世系 “谱图”

上形成一组新的起点。“拟分四门”一句，指明了 “门”产生于兄弟之间 （与独子无关），相关

者为同辈而非异辈。

因此，“‘房’的中心概念”是异辈父子关系；“门”的中心概念则是同辈兄弟关系———这就

是 “房”“门”两范畴的基本区别，或全部区别的逻辑起点。

在分家、分居、方位的意义上，“门” “房”或可互借、互换，比如将前引 “喦生四子，拟

分四门”称之为 “……拟分四房”，用词虽显涩滞 （分房何须经 “拟”），但意思可通；如果兄

弟有限，习惯的数词正好够用， “门” “房”之前也都可加一二三四、东南西北以序之。然而，

一旦需要表示 “宗族结构中的重要支点”时，两范畴就不再等值。陕北宗族的 “门”之所以与
“房”同，首先是因为它从横向上标识了 “同一世代的不同分支”，其次是它从纵向上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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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现存４０种明清沁县族谱中，无 “门”谱约占２０％：沁县 《上官张氏家谱》，清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抄
本，见美国犹他家谱协会 “中国族谱收藏”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ＧＳＵ）官网 （ｈｔｔｐｓ：／／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ａｒｋ）摄影本 （以下简称 “美国犹他摄影本”）；沁县 《黄氏家谱》，清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抄本，美国犹他摄影本；沁县 《冯氏宗谱》，１９２８年抄本，上海图书馆编 《中国家谱总目》（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姓氏代码及条目序列号４１３—０００７ （以下简称 《总目》，径引代码及序
列号），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 “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沁县 《魏氏宗
谱》，１９３５年抄本，《总目》５５６—０００９，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沁县 《高氏宗谱》，１９４５年新立
本，美国犹他摄影本；沁县 《开村刘氏家谱》，１９４７年抄本，《总目》５１３—００３２，山西家谱、美国犹他
摄影本；沁州 《杜氏家谱》，清抄本，美国犹他摄影本；《沁县 （徐村）吴氏族谱》，１９８９年，美国犹他
摄影本。
沁县族谱中有在 “门”内称 “房”者，有关资料详见本文第３节。“门”内称 “支”者较多。
清光绪三十三年沁县 《傅氏家谱》，抄本１册，《总目》４０３—０００６，美国犹他摄影本；傅喦编：《家谱
凡例》，第６页。傅喦撰 《家谱引》：“我傅系原是广东潮州府大埔县百侯乡望族。道光年，我父经商山
西太谷，吾遂生于太谷，至后迁于沁州，遂入沁籍。”（第１页）新编 《沁县志》：“城关傅氏，清道光
初由太谷来沁经商落户，传今９—１１代，谱存傅家珍家。”（第６２６页）



“世代延续”；而沁县傅氏族谱 “自五世下”才 “拟分”兄弟四人为 “四门”，此前则无一 “门”。

换言之，傅氏之 “拟分四门”，并不是为了标识宗族 “不同分支”的纵向性世系来源，而是要标

识傅氏宗族自立 “门”后才成为沁县大族的事实 （至少自认为如此），此举与 “远稽”五世前各

派渊源并无直接关系。傅喦期盼日后有人 “能携来”之 “谱式”，应该是指可使沁县傅氏凭此
“远稽宗派”源流，补充上世 “缺略”的谱牒样式。很明显，这种 “谱式”不会与眼下在兄弟间

成立的 “门”型系谱一样，而只能是纵向性的 “房”型系谱，亦即宋代欧阳修设计和实践的
“各详其亲，各承其所出……凡诸房子孙，各纪其当纪者，使谱牒互见”的 “欧阳氏谱图”。① 其

直接前身，还可追溯至唐以来的 “诸家宗谱” “诸家谱系”，这些材料也就成为欧阳修领衔主编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的重要补充。②

由此可见，傅氏族谱中的 “门”不是 “房”，两范畴体现了不同的成立原则；它的出现和使

用，不是为了标识宗族组织的各个分支，更不是为了进行世系追溯，而是为了在谱图上建立一

个世系始于四兄弟的包容性 “门”型系谱，目的是使傅氏宗族获得一个凝聚当下的新的系谱结

构。在这个意义上，傅喦所谓 “倘后能携来谱式，远稽宗派，更补缺略，企予望之”云云，只

是一种象征性表态，目的是宣布自己仍有完善宗族谱系、坚守宗族传统的愿望。

傅喦是立 “门”的当事人，用力用心全在编谱之时；若时过境迁，各 “门”后人再续前谱，

则是通过对本族历史上曾立若干 “门”型系谱的回顾与确认，希望对立 “门”以来繁衍下传的

各个分支，在当下实现新一轮的系谱整合。

沁县牛家巷牛氏宗族的迁沁始祖牛元，原籍潞州壶关 （今长治市壶关县）程村，明洪武十

一年 （１３７８）迁沁定居，其后逐渐繁衍壮大。现存清雍正 《牛氏祠宗家谱》道光抄本一册，又

有２０１２年新编 《沁县牛家巷牛氏宗谱》铅印本一册。③ 据抄本谱序：

始祖讳元，洪武初年迁沁之西营房，治家有法，里人奉为仪型。公举义官子二，长千

户，次入泮。后族渐繁，而牛家巷名焉。三、四世或千户或诸生，五传而生寿官公。④

据抄本中的 《古城并黎城同宗五服之图》，第五世寿官公名贵，是牛元次子牛刚 （生员）之

孙牛秀之子，与同父兄弟宗、贤、显、资，分立五 “门”，为 “古城牛氏”五位门主。牛元长子

牛勇 （千户）次子牛盘迁回潞州，定居黎城 （今长治市黎城县）秋树垣村，至第八世阳、明、

贵、强时，分立 “东南西北”四门，为 “黎城牛氏”四位门主。牛氏两支之发展不平衡，即表

现为立 “门”时间出现先后。

“黎城牛氏”不仅立 “门”晚于 “古城牛氏”，后劲更不足。《沁县牛家巷牛氏宗谱》有牛青

山撰 《黎城秋树垣牛氏源流考》一节，引残存的 “秋树垣谱序”称：

归农者多而业儒者稀，以故族谱付诸阙如，世系因而茫然。明嘉靖年有牛洪、牛满、

牛昶、牛余良、牛景全、牛代川诸人，但不得其世次及冢葬处。⑤

此前所立之 “门”自然不了了之，后人亦不再提起。与 “黎城牛氏”不绝如缕的惨淡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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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欧阳修全集》卷７４ 《欧阳氏谱图序》，李逸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９１页。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再序》，《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１册，第６２页；赵超：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前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上册，第１页。
清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牛维垣编写 《牛氏祠宗家谱》、道光二十五年可与堂抄本１册， 《总目》０２３—

０００１，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牛青山主编：《沁县牛家巷牛氏宗谱》，简体排印本１册，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６月笔者访问沁县时，得蒙牛青山先生盛情惠赠，专此致谢。
《牛氏祠宗家谱·绪略》，第１页。
《沁县牛家巷牛氏宗谱》，第３７页。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留居沁县的 “古城牛氏”。前引 《牛氏祠宗家谱》有 《在城并待贤同宗五服

之图》和 《待贤都同宗五服之图》，记载了五门之二牛贵 （寿官公）的后裔。牛贵生第六世绪、

经、济、维四子，其中与定居待贤村之 “待贤都同宗”相关的，是牛经之子第七世朝宰 （有同

父兄弟朝相、朝右、朝左），朝宰子第八世牛嵩 （有同父兄峰），牛嵩子第九世士弘 （有同父弟

士毅），士弘子第十世牛藻，牛藻子第十一世云举 （有同父弟云生），云举子第十二世自盛、自

茂、自旺、自荣。在新编 《沁县牛家巷牛氏宗谱》中，自盛等同父四兄弟又被分立为长、二、

三、四门，此时距五门初立已隔七个世代。第十二世自盛等四门的后裔，包括在 《待贤村长门、

三门传世之图》和 《待贤村二门、四门传世之图》中，世系规模达十三世。虽然因资料关系，

繁盛的具体情景不明，但能够并有必要第二次立 “门”，已足以显示该支牛氏达到的发展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沁县古城、长治黎城两支牛氏的立 “门”原则相同，在本支历史上起的作

用亦相同。首先， “门”立于同父兄弟之间。其次，在对祖先进行纵向追溯时表现为略上、详

下。据抄本中的 《五世长门并五门传三世图》、 《五世四门传十二世图》所示，自立 “门”后，

五门后人就不再把五门的父辈包括在世系之内，更不向上追溯至始祖牛元与二世祖牛刚。四门

虽在追溯渊源时简单提到作为 “待贤村始迁祖”的第八世牛嵩，但实际制成的谱图，却以第十

一世云举为起点，源自第五世五门的其他祖先则一概省略。后继乏力的黎城秋树垣因为只有
“挂谱”，更是 “只续下，不接上”。① 这说明，虽然在立 “门”前后，宗族间的父子继承规

则、各分支世系的记录方式不会发生改变，但前后谱系内的成员总量和种类却会改变———

编谱者可以缩减向上追溯始迁祖世系的长度和宽度，而尽可能包括立 “门”后、与各 “门

主”直接相关的那部分直旁系宗亲 （含配偶）及其后裔。也就是说， “门”型系谱的包容

性，主要不表现在 “门主”以上的直旁系，而是表现在与 “门主”平行的各 “门”内兄弟

及其后裔上。为了提高整个宗族当下的凝聚力，“门”型系谱显然可以比 “房”型系谱发挥

更直接、更有效的功能。

因此，对于 “门”内族人来说，父、祖、宗之应被尊崇，不过是基于父子相承的一条底线，

而在由当下人群进行的神主祭祀，以及对本人之直旁谱系进行认定的实践层面，“门主”的地位

远为重要：由于较少拟制成分，相关人群只有依靠同辈的一组 “门主”，才能获得一个既适度联

系族源、又能充分了解相互间横向位置的合理框架。这个位于同宗五服全图之中，以一组同辈
“门主”为新起点的包容性 “门”型系谱，是对 “房”的分析性功能的补充；它在包含上下世代

族人数量及种类上表现出的不对称特点，对同宗五服全图起到了横向接力与支撑的作用。

在沁县、阳城县族谱中，与傅氏、牛氏性质相似的 “门”，相当普遍，兹举数例。

沁县合庄张氏宗族，以明嘉靖时的张建业为居沁第一世，第十一世张发财于清康熙年移居

合庄村，生文庄、文伦、文显、文昭、维扬五兄弟，“协力同耕，勤俭治家，遂致为富。至乾隆

五十二年 （１７８７），兄弟始分居另炊，立为五门。每家地有一顷六十余亩，宅有三院。其后五门

子孙各守其业，以为万代相传，养身之福产”。② 现存族谱为四门后人第十七世张海禄所编。

沁县道兴村张氏宗族，以明初张惠为居沁始祖，至第十世允泰四兄弟，列为四门。后世子

孙按门编谱：

谨从本宗始祖惠下及十世祖允泰等四老门，各序各宗，或得七世，或五六世，略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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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族谱中的 “门”与 “门”型系谱

①
②

《沁县牛家巷牛氏宗谱》，第２５页。
《张氏宗谱》，１９４２年抄本１册，美国犹他摄影本。引文见 《张氏宗谱序》，张海禄撰，第３页。新编
《沁县志》：“合庄张氏，明嘉靖年间落户待贤，十世迁合庄，传今１７—２０代。”（第６２３页）



行次，稽其行谊，著其家室、子嗣、功名、寿数、坟茔等事，其无考究者阙之，恐致舛误
以诬祖而并诬后人也。①

沁县连家庄连氏宗族，原居长治襄垣，明代中期第四世时迁沁，第六世迁沁县连家庄，第
七世连尚清生四子，长、次子早夭，三、四子 “家道兴隆，人口繁盛，分为二门”。② 现存宗谱
为连氏二门后人所编。

沁县上湾村四甲卫氏宗族，明代永乐年间卫旻自汾州平邑 （今汾阳市平遥县）迁沁，为卫
氏迁沁始祖，后裔分居端村、元王、上湾、仁胜四村。其中卫天恩、天□、天锡三兄弟为上湾
村四甲卫氏明代一世祖，至第二世邦元、邦盛、邦宣 （天恩子）、邦儒、邦宏 （天□子）、登国、

登周 （天赐子）、邦国、邦奇、邦秀、登高、登鲁时，分立八门。③ 现存家谱为各门后人所编。

沁县端村、元王村六甲卫氏宗族，同样以卫旻为迁沁始祖，至明嘉靖时期第三世卫经时，

生宗仁、宗义、宗礼、宗智、宗信、宗德、宗行，分立七门。④ 家谱为前六门后人所编。

沁县北泉、南泉村宋氏宗族，原籍河南归德府商丘县，明成化二年 （１４６６）迁沁北泉村，
“自四世祖达、林、虎三公，立三门。达居孟，立为东；林居仲，立为中；虎居季，立为西。三
门鼎立，各皆隆盛”。⑤ 现存家谱为东、西门后裔续编。

阳城县白巷李氏宗族，以明初某公为元祖，至第二世四子 （缺名）时，立为四门。⑥ 现存族
谱为四门后人所编。

上述各例中，虽然连氏四子仅有二子分门，虽然卫氏八门未包含邦国以下五子，八门门主
间亦非同父兄弟关系，但各例都表明了 “门”只能立于兄弟间这一中心概念。

有些宗族的 “门”型系谱还不止一个，前引沁县牛家庄牛氏就有两个；沁县南仁村姜氏宗
族也有两个。《铜鞮姜氏宗谱·序》：

我远祖西公于大明季年东迁于我沁阳南仁村，越三世分为三门：长门仍居南仁村，后
又迁于裴家沟者；二门先居南仁村，继迁王家脑，近又迁至井则余；三门越五世如玉公，

亦迁居故县镇，家道兴隆，人口繁盛，源涌派别，树一枝分，又分为三门：长嗣居南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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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光绪二十八年 《沁州道兴村张氏族谱》，抄本２册， 《总目》３６０—００５０，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
本。第二册另题为 《四老门长门族谱》，封题：“开业堂记，公元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号”。该谱除重誊
光绪二十八年 《沁州道兴村张姓新修族谱序》外，还有１９５１年新撰之 《重修族谱序》。旧序誊抄、新
序撰稿者，均为 “十八世孙玉轸”。新编 《沁县志》：“道兴张氏，明初由洪洞老槐树底迁沁烟立，后一
系迁道兴，传今１８—２１代。”（第６２５页）
《连氏宗谱》，１９４１年抄本１册，《总目》２７７—０００４，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 （１９６３年誊写本，十
六世孙悌朝等补序）。引文见尚清十世孙连敬茹等撰 《铜鞮连氏宗谱序》。新编 《沁县志》：“连家庄连
氏，祖居襄垣，明代中期迁沁，传今１５—１８代。”
上湾村四甲 《卫氏家谱》，１９４１年卫国善等纂修，积德堂总谱抄本４册，各门抄本８册，共１２册，《总
目》５０９—０００２，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沁县卫氏现分居上湾、端村、元王三村，当地人习惯以
明清里甲旧制分称为上湾四甲卫氏、端村三甲五甲卫氏、元王六甲卫氏。三支卫氏各有始祖，分谱传
承。新编 《沁县志》：“郭村镇上湾村卫氏，卫氏分支，传今１４—１７代。”（第６２４页）
端村、元王村 《锡五堂家谱》，２００９年续修，主编卫乘朱，统编马留堂。收入沁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编：
《铜川文化丛书》，２０１０年。新编 《沁县志》：“元王卫氏，明初由平遥迁来，传今１８—２１代”；“端村卫
氏，与元王、上湾一系，清初迁此，传今２１—２３代。”（第６２４、６２５页）
《沁州宋氏家谱》，１９４０年抄本１册，十七世宋如肇 《重抄家谱续序》，第７页，美国犹他摄影本。新编
《沁县志》：“南泉宋氏，明初由河南商丘迁来，散居南仁、庶纪及沁源县，传今１７—２１代。”（第６２３页）
《白巷李氏族谱》，１９８５年续修，美国犹他摄影本。



次嗣居东坪上，季嗣迁居西北村。①

在姜氏同宗五服全图上，“越三世分为三门”，建立了第一个 “门”型系谱；“三门越五世……

又分为三门”，建立了第二个 “门”型系谱。

沁县元王村六甲卫氏宗族自第四世分列七门后，至十二世之发、之瑜、之斯、之瑗、之颜
时，以伯、仲、叔、季、邵为序再分五门。②

沁县后羊里霍氏宗族也曾两次立 “门”：第六世尚字辈七子 “分列四门”，传承四个世代后，

从第十世起分立出所谓 “新四门”。郭村 《霍氏四门家谱·序》：

本族自次祖希圣相传至今已十九世矣，由时代之更变，族系之分列，门户增多，村落
居住各异，从郭村西头祖坟以容公立祖，生尚字七公，分列四门。……由第十世始祖起，

名为新四门祠。③

同宗全图内的一次或多次立 “门”，一般而言，应是某宗族历史上曾获重要发展的标识。沁
县是一个纯农业区，自然环境谈不上优越。清康熙 《山西通志》对沁州风俗的概括是：

居万山之中，其地硗瘠，气候暖迟而寒早。其俗勤俭纯朴，专务耕读，少事商贾。④

而沁县宗族大多为洪洞移民或二次移民，如新编 《沁县志》卷２５ 《民情风俗》称：

经对１６３份氏族家谱和６１个姓氏调查，半数以上姓氏相传是明朝由洪洞县城北贾村广
济寺古大槐树处移来的贫民。其余居民除原居本地外，唐代时迁入１家，宋代迁入３家，尚
有元、明在沁居官或由襄垣、武乡等附近县迁来定居的，也有清以后州府各县和河北邢台、

河南林县等地来沁定居的工商业者和逃荒者。⑤

读现存沁县族谱，也可证实该县宗族迁居沁县时普遍世代较浅，人口较少。在这种情况下，

以百年左右为立 “门”的阶段和频次，或与山区僻壤条件下人口及财富累积至一定规模所需时
间大致相当。

沁县宗族中的知识分子则从宗族世系学的角度解释谱中立 “门”的原因：

昔先人于数世之后，更立一次，深恐浑为奉祀，而支派难明矣。况降世愈远，生齿日
繁，分门尤众，苟坐视不理，不再立系谱，则将来亦必浑为奉祀，而支派难明。⑥

以 “数世之后更立一次”的行动，避免 “浑为奉祀”和支派间的世系掺假，是立 “门”、再
立 “门”的世系学原因，可以成立。“降世愈远，生齿日繁，分门尤众”，虽然不会扰乱父子相
承下自然形成的 “支派”，却会因兄弟分化而不断分散、分离；各 “支派”即便可向上自认其
祖，但横向间的关系却渐趋混沌 “难明”。宋代吕大钧所谓 “支分派别，千塗万辙”；⑦ 许元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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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铜鞮姜氏宗谱》，１９３６年姜生彦等纂修，抄本１册，《总目》２４９—０００４，序文作者为 “西公十二世孙
名世、启丹”，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 （后者为１９８２年续序本），第１页。新编 《沁县志》：“故县
镇姜氏，明末由平阳迁来，先居南仁，后散居井则余、故县，传今１４—１７代。”第６２４页。
《锡五堂家谱》，第１１４页。
郭村 《霍氏四门家谱》，１９５５年抄本１册，书衣横题 “沁县郭村后羊里二甲，１９５５．１．１５”。引文见十
六世孙霍增藩撰 《本族家谱序言》。该谱另名 《山西省沁县后羊里霍氏四门宗谱》，美国犹他摄影本，
第５页。新编 《沁县志》：“郭村霍氏，原籍平阳府霍州，先迁平遥，元初迁沁，传今１８—２０代。”（第

６２４页）
穆尔赛修、刘梅纂：《山西通志》卷２６ 《风俗》，第６页，清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刊本。
新编 《沁县志》，第６２３页。
沁县 《王氏族谱》，１９１７年抄本１册，《总目》０１４—００３９，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
吕大钧：《博议》，转引自王圻纂辑：《续文献通考》卷２０７ 《氏族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６６册，第１２６页下栏。



“各房播迁，悉不相闻”，① 即针对独立的各支派之间必然导致关系疏远的结局而言。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 “房”间联宗，之所以会遭受历代学者基于宗族理念的严厉批评，根本原因亦在于此。②

沁县的农业生态条件并不理想，基础薄弱的移民宗族若要以正常手段积聚人口和财富，就不能

不充分整合兄弟、联络旁系，于是通过选定一组同父的 “门主”，在同宗全图上，不靠拟制，而

是靠大致真实的世系关系，准确圈定与己世代较近的那部分直旁系成员，就成了 “勤俭纯朴”

的沁县人普遍的行为选择。这或许就是隐含在沁县宗族立 “门”与再立 “门”背后的利益逻辑。

必须指出，沁县族谱中所立之 “门”是一种特殊的系谱表达形式，其包容性和人为性只体

现在族谱的世系学框架内，而从来没有、也不会导致形成一个具有直接功能目标的组织。这是

对 “门”所具复杂意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

在分析性的 “房”制中，“同属一父之诸子彼此之间必须分立，而在系谱意义上各自独立成

一系”。③ 上节所引沁县明清以降族谱中的 “门”，已从包容性角度，大致表明了与兄弟分化、独

立的重要区别。以下通过沁县实例作进一步展开。

沁县东山村赵氏宗族原居平阳府襄陵县。始祖赵全，元太祖南下时，“率众归之，……上旌

其劳，擢副元帅，定抚沁州，不逾岁治绩用成，癸巳七月九日卒”；其子赵国宝，元宪宗二年
（１２５２）“同知沁州事，历十六年，至元之明年，除洪洞尹”。④ 清道光二十一年所编族谱，记载

了赵国宝以下沁州赵氏世系共二十三世。赵氏虽有漫长的官宦背景，但谱系记载方式却一直都

按 “世”而不按 “房”，依兄先弟后之序，统排族内男子及配偶之名。这说明沁县族谱确有极简

朴的传统，新编 《沁县志》所谓 “谱牒十分讲究”的评价并不准确。

至明崇祯年间的第十五世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该世男子共２４人，有汝思、汝玺、汝斌
（以上３人未录父名）等汝字辈３人，敏儒 （父新民）、敏选 （父新民）、敏忠 （父贤）、敏浪 （父

星）、敏政 （父槐）、敏山 （父满）、敏功 （父德）、敏仕 （父景）、敏直、敏德、敏荣、敏礼、敏

成、敏望、敏普、敏信、敏禄 （以上９人未录父名）等敏字辈１７人，国仕、国璧 （以上２人未

录父名）等国字辈２人，以及未按汝、敏、国辈行字取名的继忠 （父星）、⑤ 应福 （父晏）２人。

其中敏儒、敏忠、敏浪、继忠、敏政、敏禄６人所生７子，因时已入清，故称 “大清十六世”。

此后繁衍八个世代、延续二百多年的东山赵氏 “三门”，就分列于 “大清十六世”７人中，即：

长门，敏儒

赵俊如，妻郭氏。子长福，次禄，三祚。

赵彦如，妻任氏。子长祯，次祥，三祉。

·０６·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许元：《许氏世次图序》，《全宋文》第１９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９６页。
参见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绪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１３６页。
《东山赵氏家谱》，清赵名世纂修，清道光二十一年抄本１册，《总目》４７５—００１４，山西家谱、美国犹
他摄影本。引文见谱首碑铭 （薛友谅撰），抄本第１—２页。新编 《沁县志》：“东山赵氏，原籍平阳襄
陵，元初在沁做官，子孙落户，传今２４—２６代。”（第６２３页）
《东山赵氏家谱》第十四世：“儒学生员赵星，妻杨氏，子继忠、敏浪。”（第４１页）



二门，敏忠
赵锡晋，妻吉氏。子旺。

敏浪 （乡饮众宾）

赵之晋，妻冀氏。子昆璧。

继忠

赵兴晋，妻田氏。子长玺，次杰。

敏政

赵述晋，妻杨氏。子国。

三门，敏禄
赵世晋，妻王氏。子长仁，次仪。①

按谱可确定７位门主间的关系：长门，同父兄弟２人 （俊如、彦如）；二门，同父兄弟２人
（敏浪、继忠），敏忠、敏政２人关系不明；三门，１人 （敏禄）。

与东山赵氏相距不远的郭村霍氏宗族情况类似。分居于沁县后羊里、南前里、陈柳里三村
的霍氏，祖先为同父三兄弟。② “三霍”各自分别列 “门”。

后羊里霍氏，第五世霍容生子尚位、尚仕、尚国、尚高、尚卿、尚桢、尚权，自尚字辈起
“分列四门”：③

六世，长门：尚位，生孟扬、孟芳、孟持、孟松、孟佳。

尚仕，生孟泗、孟熊、孟虎、孟和、孟会。

二门：尚国，生应会、应夏、应虎、应财 （出嗣）。

尚高，应财 （承嗣）。

三门：尚卿，生应清、应亭、应贞。

尚桢，生应田、应土。

四门：尚权，生应金、应银。

南前里霍氏，有 “郭村前街一支” “郭村南寨一支” “郭村西沟一支” “郭家庄一支”等分
支。其中郭家庄一支从第十一世起分四门：长门，第十世法云之子祚姬、顺姬。二门，第十世
丛云之子显姬、统姬。三门、四门具体构成失传。④

陈柳里霍氏，第七世有愈盛、愈峻、愈美、愈奇、双喜兄弟５人，分居后子孙繁衍，开始立
门。据陈柳里霍氏十五世孙霍宗周撰于１９１８年的 《族谱源流支派考》，立门、分门的大致过程是：

七世祖……俱为守正公之子，而愈盛公为长。自愈盛公始迁温庄，多有坟墓，公为之
主……自此温庄为长门，中陈为二门，城内与故县镇散居一家为三门。在故县镇者仍以由
温庄支去长门之人为多，云谱系俟考。在里峪者为四门，狼牙沟为五门。五门之分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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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东山赵氏家谱》“大清十六世”，第４４—４５页。
“三霍”族谱共存１１种抄本和印本，分别为 《陈柳霍氏宗谱》（１９１８），《总目》５３５—０００２；《南前里霍
氏宗谱》（１９３１）， 《总目》５３５—０００３； 《霍氏宗谱》 （１９３１）， 《总目》５３５—０００４； 《后羊霍氏宗谱》
（１９５５），《总目》５３５—０００５。美国犹他摄影了另外五种，即 《霍氏宗谱》（１９３１）；《霍氏宗谱》（１９３１，
另名 《霍氏南前里四甲合族宗谱》）；《霍氏总谱》（１９５５，另名 《山西省沁县后羊里霍氏四门宗谱》）；
《霍氏四门家谱》（１９５５，另名 《山西省沁县后羊里霍氏四门宗谱》）；《族谱源流》（１９６３）。２０１５年６
月笔者访问沁县时，蒙霍氏十七世孙霍清元先生惠赠 《山西省沁县霍氏后羊里总宗谱》（公元一九九七
年清明节续谱）１册，《沁县郭村前街霍姓家谱》１册，专此致谢。
《沁县霍氏后羊里宗谱》，《山西省沁县霍氏后羊里总宗谱》，第１２页。
《南前里霍氏宗谱·世系图》（１９３１）。



此。光绪三年，狼牙沟一门已无人丁，厥后里中事务俱以四门分充。八世祖太、弘、全兄
弟三人；九世祖迎祉公为太之子，迎祯公为弘之子，迎礽、迎祈公为全之子，此又 “温三
门”之始也。①

五门虽由同父兄弟５人分立，但故县镇的第三门 “以由温庄支去长门之人为多”，意为第三门
中有不少人本属 “温庄支”，但却未入或离开 （“去”）长门，进了三门。八世祖３人、九世祖４
人，是温庄长门愈盛公的子孙，故由４位九世祖组成的三门被称为 “温三门”。以上过程虽有含混
处 （所谓 “谱系俟考”），但同父兄弟除了可１人一 “门”外，显然还可以几兄弟合立一 “门”。

再看郭庄李氏。据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② 明万历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族内出了一位道
士李楠，“虔诚设醮，推所自出，书之于简。维时丁稀人鲜，未曾支分而派别焉”。③ 此后，宗族
逐渐发展，至清代，郭庄李族坟茔已占地 “三四十亩”，达到很大的规模。④ 雍正时，在原先同
父四兄弟分列四门的基础上完成六门的设置，并通过一个总序性文件，正式确立了六门的初始
框架，该文件保存在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中：

麒、麟、豸、儒分为四门，三世另叙楹分为五门，四世另叙安香分为六门。

四世攀桂后订为长门；四世折桂、丹桂后订为二门；四世光大、光化、光宇、光彦后
订为三门；四世东海、东江后订为四门；四世东交后订为五门；四世安香后订为六门。⑤

由 “四门”扩至 “六门”的背景和过程很复杂，后文将有讨论，这里只指出六门 “门祖”

中的一半为同父兄弟：二门，折桂、丹桂；三门，光大、光化；四门，东海、东江。

上引赵氏、霍氏、李氏三例，可以展示沁县族谱立 “门”的又一规则，即同父兄弟可通过
不同的组合立 “门”：既可１人一 “门”，也可２人、３人、４人一 “门”。至于各类组合形式产生
的原因，族谱中没有交代；笔者曾猜测或与生母不同、所生之子分组亦或不同有关，即与 《史
记》所谓 “同母者为宗亲”⑥ 相似。但霍氏七子同父 （霍容）同母 （卫氏），却分列四门，说明
生母问题与所见各类组合间关系不大。能够成立的原因可能与父母偏爱、兄弟恩怨等有关。

当然，这里重要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无论选择了何种组合形式，都不会影响各人与其
父祖、子孙间原有的继承关系和财产关系，更不会混淆同父兄弟及其后裔间的横向关系，换言
之，几个同父兄弟被合立于一 “门”这一包容性事实最为关键，因为它体现了一条与兄弟必须
分 “房”完全不同的实践路径。

同父兄弟合立一 “门”，直接导致了同辈诸 “门”之序 （长门、二门、三门……），不再等
于同父兄弟出生之序，这是 “门”“房”在亲属的包容上具有不同性质的又一表现。

如果两 “序”相同，“门”至少在形式上与 “房”相合，前节所引傅氏、牛氏等即为如此。

另如 《沁州道兴村张氏族谱》，第十世允泰四兄弟为 “四老门”，允泰生士惠，因独子不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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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柳里霍氏 《族谱源流》（１９６３）。
沁县郭庄李氏现存六门宗谱，分别为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及同名 《二门宗谱》、 《三门宗谱》、
《四门宗谱》、《五门宗谱》、 《六门宗谱》，十五世孙李永林等１９４２年纂修，刻本六册， 《总目》１２４—

００４９，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据李希绛撰 《重修家谱序》，该谱的 “总叙家谱人”是第十二世李明
旺、十三世李长盛、李传钵等７人，十五世李永林为四位 “缮录人”之一。 （第２６页）新编 《沁县
志》：“郭庄李氏，元代即在此，传今１５—１７代。”（第６２３页）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重修家谱序》，第１３页。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第１２页。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第１—２页。
《史记》卷５９ 《五宗世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０９３页。笔者对此曾有详论，参见钱杭：
《宗族的世系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３—１３９页。



“门”。士惠生尚瑗、尚瑛兄弟，恢复称 “门”，分别为道兴村张氏 “长门之长” （后改 “长”为
“长门”或 “东门”）、① “长门之二” （后改 “二”为 “次门”或 “西门”），两兄弟后裔则为
“长门长之长”“长 （东）门长之二”； “长门二之长” “长门二之二” “长门二之三”……然而，

允泰在四兄弟中行二，若按同序标准，须称 “二房”或 “二门”才对，现在却因老大不知所踪，

后人居然以 “长门”为允泰重新定 “序”，并按此逐 “世”下传，不理会 “依其出生次序而分为

长、二、三等房”② 的立 “房”原则。两 “序”相同尚且如此，若两 “序”不同，自然就更说明
“门”序已不同于 “房”序所依据的个体出生顺序，呈现出了更高层次的整合、包容特征。

沁县族谱中的 “门”还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包容性特征，这个特征究其实质亦与若干位同父

兄弟可合立一 “门”有关。

由于同辈诸门 （如赵氏三门、霍氏四门、李氏六门等）之 “门”序，可以不反映同父兄弟

之序而只反映同辈关系，构成三门、四门、六门的各门祖之间，因此就可以不像同父诸房一样，

在世系关系上只能互为第一旁系 （同父亲兄弟）。根据 “房”的中心概念，父、子关系不同，房

就不同：“只有儿子对父亲才构成房的关系。孙子对祖父，或其它非相邻世代者皆不得相对称为

房”。③ 直系的祖、孙间已然如此，第一至第四旁系 （同父亲兄弟、同祖异父从兄弟、同曾异祖

异父再从兄弟、同高异曾异祖异父三从兄弟）之间，就更不可能建构出序号相连的同辈诸房，

他们必须是完全分立、独立的宗族分支。这就是世系学上的辈份—旁系序号不对称原则。④ 只有

包容性的 “门”及 “门”型系谱，才会将不同旁系的同辈兄弟纳入一 “门”。

如前所引，沁县郭庄李氏虽有六门，但初立时的规模仅为四门，第五、第六两门分别派生

自第四门李儒之孙 （“三世另叙楹”）和第三门李豸之曾孙 （“四世另叙安香”）。这样一来，李

氏六门最初六位 “门主”的世系位置就脱离了同一基线，“门”也就不是对 “同辈兄弟”进行的

横向分组了。但事实上，李氏族谱编撰者并没有、也不会违反 “门”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做法

是，以六门中最迟成立的第六门李安香的世系位置 （即清代第四世）为准，在与李安香同一世

代的李氏同辈兄弟中，进行了对其所属之 “门”的重新认定。

重新认定名单共涉及１６人，其中包括６位不同辈份的老门主，以及最后落实于第四世的１０位

同辈新门主。郭庄李氏六门正式确立的这１６位主要人物在各自世系传承系列中所处具体位置，可

通过将各门宗谱中的竖线系谱转换为文字系谱的形式加以标注 （黑体所示即为新、老门主）：

长门：一世李麒；二世宗举；三世承袭、承宠；四世 （承袭之子）光德、（承宠之子）光裕、

攀桂。

二门：一世李麟；二世宗义；三世馨；四世折桂、攀桂 （另叙）、丹桂。

三门：一世李豸；二世逢春、遇春；三世 （逢春之子）梅、 （遇春之子）模、检、树、榜；

四世 （梅之子）光大、光化、（检之子）光宇、（树之子）光彦。

四门：一世李儒；二世宗良、宗信；三世 （宗良之子）榛、 （宗信之子）凤；四世 （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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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沁县 《傅氏家谱·谱图》亦有 “长门之长门”，意同 “长门之长”。
陈其南指出：“一般习惯上，房之前可加上形容词以说明某一特定房派在系谱上的位置。属于同一父亲
所属诸子之房，依其出生次序而分为长、二、三等房。其数目依该父亲所有儿子数而定。”参见陈其
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第１３１页。
辈份、旁系序号不对称，指同一旁系可包括若干辈份，如摩尔根所说：“第一旁系的男支由兄弟开
始……一直到己身的兄弟之六世孙。”（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年，第４８７页）



子）东海、东山、东江、（凤之子）东同、东成、东贵、东淮。

五门：三世李楹；四世东交。

六门：四世李安香。①

据前引 “四世攀桂后订为长门”一说，攀桂是二门门主李麟的直系四世孙，而长门门主李

麒的两位直系四世孙光德、光裕，重新分组后却未能进入门主之列。光德的后裔从第五世传至

第十二世，光裕则仅传至第六世，攀桂离开二门 “另叙”入长门，或许与光裕下传世系过短、

攀桂下传世系甚长有关 （从第五世传至第十六世）。因此，族谱上提及的所谓 “另叙”，估计发

生在清雍正之时、② 四世攀桂之后的第七世至第十世之间，《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重修家谱

序》所说或即指此事。③ 然则比攀桂更有资格成为门主的长门直系四世长孙光德，为何竟不能入
列？光德世系下传十二世，虽然略短于各门大部分人物，④ 却比第三门的光化长一世，说明并无

直接关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供进一步释疑的资料，但以上结果却再次证实了一个为 “门”

所独有的特征：“门”所形成的，是一个除同辈外，对入 “门”资格无其他严苛要求的直旁系横
向结构。就旁系认同在世系学实践中的比重而言，“门”型系谱远超 “房”型系谱。

郭庄李氏六门经重新认定门主后，就在原有框架内嵌入了一个以第四世六组门主为新起点
的 “门”型系谱。这个系谱只在乎同辈与否，旁系宗亲的远近则可忽略：三门四世光宇、光彦，

互为同祖 （二世遇春）异父 （三世检、树）从 （堂）兄弟，为第二旁系；他们与同门中的同父
（三世梅）亲兄弟四世光大、光化，则互为同曾 （一世李豸）再从兄弟，为第三旁系。

类似情况同样表现在沁县其他宗族中。如前引东山赵氏，长门俊如、彦如，为同父 （十五

世敏儒）亲兄弟，为第一旁系；二门锡晋、之晋、兴晋、述晋，互为同祖 （或同曾）异父 （十

五世敏忠、敏浪、继忠、敏政）从兄弟，为第二旁系；十六世长门、二门、三门 （十五世敏禄
子世晋）之间，则互为同祖 （或同曾）从兄弟或再从兄弟，为第三 （或第四）旁系。

沁县后羊里霍氏自第六世同父七兄弟 “分列四门”后，传承了四个世代，从第十世起，在

第四门基础上分立出所谓 “新四门”，其构成是：

长祖名瑷 （坟茔分立于漫土角）；次祖名榆 （坟在西头，至十二世御龙立祖具坟，立于

高崖头）；三祖名永福 （坟茔立于西坡上）；四祖名自相 （坟茔分立于陡道坡与吴家樊，永
智立祖吴家樊，永维立祖斗道坡）。⑤

在 “新四门”的门祖中，瑗、榆、永福为第十世，自相为第九世，括号内特意提出自相之

子第十世永智、永维两人，显然是为了拉平四位门祖的世系起点，其意义应与前引郭庄李氏六
门同，因此 “新四门”就有了五位门祖。他们之间的宗亲关系是：四门永智、永维，互为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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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６人的世系关系，综合自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第２９页； 《沁县郭庄李族二门宗谱》，第１页；
《沁县郭庄李族三门宗谱》，第１页；《沁县郭庄李族四门宗谱》，第１页； 《沁县郭庄李族五门宗谱》，
第１页；《沁县郭庄李族六门宗谱》，第３页。
清光绪三十三年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代草修家谱弁言》：“余细阅旧谱，始知一世祖多是明嘉靖、
万历间人，始悟万历二十七年为叙谱之源，雍正年间为创叙之始，乾隆二十四年、道光二年为续修之
继。”（第１３页）所谓 “创叙”，应指六门成立后 《壹门宗谱》的正式编撰。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重修家谱序》：“一门宗谱自四世攀桂及于九世，均未稽明。十世迎槐等继之
而续。盖以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日军骚扰而失落，不能详为考载，诚惋惜也。”（１９４２年十四世
李世英等撰，第２７页）
李氏第二门折桂、丹桂均下传十六世；第三门光大、光宇、光彦下传十五世，光化下传十一世；第四
门东海下传十三世，东江下传十五世；第五门东交下传十四世；第六门安香下传十四世。
《霍氏四门家谱·本族家谱序言》，１９５５年，第５页。括号内文字在原谱中为双行夹注。



（九世自相）亲兄弟，为第一旁系；长门瑗、次门榆，互为同祖 （八世养民）异父 （九世之儒、

之静）从兄弟，为第二旁系；长、次与三门永福间，互为同曾 （七世应金）异祖 （八世养智）

异父 （九世贞静）再从兄弟，为第三旁系；长、次、三、四门 （永智、永维）间，则互为同高
（六世尚权）异曾 （七世应银）异祖 （八世彦林）异父 （九世自相）三从兄弟，① 为第四旁系。

“新四门”的构成原则是只强调平行的同辈，旁系宗亲间的远近区别则被忽略。这一世系学

实践类型展现的包容性是无可置疑的：“门”及 “门”型系谱的建构，是以一组门主为新起点，

朝上 （追溯）、下 （继承）两个方向不对称地展示一个直旁系世系群。

“门”以同辈兄弟关系为核心概念的结果有二：第一，“门主”之上可以不必有 “门”，因而

降低了追溯祖先的难度，相应也减少了拟制性；第二，“门主”形成的系谱具有横跨二至四个旁

系的宽广 “裙幅”，② 因而扩大了后裔的范围，提高了包容性。对于同宗全图来说，“门”型系谱

因淡化甚至切割了与己有关的一部分直旁系成员而显出与宗族整体观念的某种偏离 （这不是拟

制），但由于其仍居于全图的显要位置，加上同辈性又必定要展现为几支并行的直旁系世系，因

此，就比支派关系混沌难明的 “房”更有力、也更有效地促进了宗族整合。

包容性的 “门”及 “门”型系谱也表现在祠祭的场合，系谱形式决定了祠堂祭祀的实践形

式。据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李氏宗族祠堂于清道光年间在郭庄建成，其规制和格局是：

正殿三楹，东西厢房各三间，大门一间，外有余地。……正中神龛一，香案一，合族

宗祖之位在焉。东西神龛、香案各一，六门祖以次而配享焉。殿之外牌匾一，对板三付。

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两次祭典，亦自此兴焉。③

位于祠堂 “正中神龛……香案”之上的 “合族宗祖之位”，是李氏宗族的世系源于一 “宗”

的象征；对于整合宗族具有实践意义的，则是将 “六门祖以次而配享”于 “东西神龛”之上；

“两次祭典，亦自此兴”的原因，显然与 “六门祖”之开始 “配享”宗祖直接相关。如上节所

说，由第四世 “六门祖”标识的，是一个包含了直系及第一至第三旁系的世系群，从第五世起，

每一门每一祖就将发展出自己的直旁系世系； “自此而兴”的 “祭典”，则是使各门支派回归
“六门祖”原点的重要仪式。对 “门祖”的每一次祭典，虽然上下两个方向的世系深广程度不对

称，但对族人的包容性却高于分立独立的 “房”，就如 “门”型系谱的裙幅宽度一定大于 “房”

型系谱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李氏祠堂相当于一个世系关系有限、但真实性颇高的联宗祠。很

可惜，郭庄李氏祠堂今已不存。

前引１９５５年 《霍氏四门家谱·本族家谱序言》，在介绍了后羊里霍氏第六世尚位、尚仕等

同父七兄弟形成 “老四门”后指出：

其长、二、三门宗祠，合立于西头村边。四门宗祠分立于村北后窟河西，由第十世始

祖起，名为新四门祠。

后羊里霍氏长、二、三门 “合立”而成的 “宗祠”，其联宗祠意义亦与有 “六门祖以次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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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 “新四门”门祖的世系资料整理自 《霍氏总谱》（另名 《山西省沁县后羊里霍氏四门宗谱》）世系
正文，１９５５年，第１１—２９页。
在系谱学中，“裙幅”（裾"）一词被用来形容系谱所拥有的深度和宽度，日本著名系谱学家义江明子
教授在所著 《日本古代系谱样式论》中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她认为：“从某人之祖出发，通过基于一定
系谱标准的亲子关系纽带，标识集团成员的、裙幅广阔的世系系谱”，是 “世系集团化……结果”，这
类系谱比同样展示父系世系关系的一般亲子系谱， “裙幅”更广，包含的集团成员数量更多。 （东京：
吉川弘文馆，２０００年，第９８页）
《沁县郭庄李族壹门宗谱》，第１８—１９页。



享”的李祠相同。同在一村的第四门没有并入，而是 “分立”一祠，显然与某些历史原因的积

累有关。时过境迁，当地人已不甚了了，但 “分立”本身并不影响由老四门衍生出的 “新四门

祠”的联宗祠性质。如前所述，由于 “新四门祠”各门主之间具有跨越第一至第四旁系的特殊

关系，所以祠堂典礼对与祭者身份包容面之宽、准确度之高，已非在分立独立之 “房”祠基础

上构建的联宗祠所能企及。

三

笔者曾经指出，社会人类学的 “单系世系群理论”在成为中国宗族问题研究工具的同时，

应该接受 “中国实例”的检验；① 其主要理由之一，是因为这一理论的阐释者和实践者，受制于

各种条件，不可能系统接触、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古代学者关于在 “尊尊”“亲亲”这组父系宗

亲关系准则间应保持平衡的深刻见解。一般说来， “尊尊”特指下辈宗亲对上辈宗亲的关系，

“亲亲”则在特指上辈宗亲对下辈宗亲关系的同时，还包括了平辈宗亲间的关系。在所有亲属关

系中尤重父系宗亲这一点上，尊、亲完全相同，但在所有宗亲中，“尊尊”将其尊崇对象严格限

制在直系宗亲中，而 “亲亲”则较为宽泛，不仅包含直系，而且还包含旁系。所以汉代人说：

“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② 把立弟与立子分別作为 “亲亲”“尊尊”的特征，就是

鉴于 “亲亲”兼含旁系，而 “尊尊”专指直系的缘故。

很明显，沁县明清以来族谱中的 “门”及 “门”型系谱，可视为 “亲亲”传统的延续；而
“房”及 “房”型系谱则是 “尊尊”传统的延续。两者相同之处是对父系原则的坚持，但在系谱

的表达原则上，则存在以下四个重大区别：

第一，谱中可以有 “门”，也可以没有 “门”；谱中未见 “门”字者即无 “门”。 “房”则为

宗族自古以来所必有，即便谱中未见 “房”字，族中仍然有 “房”的事实。

第二，“门”形成于同辈兄弟之间，独子不成 “门”，诸 “门”不分立；同辈兄弟既可一子

一 “门”，也可多子一 “门”。“房”则体现了异辈父子原则，独子须单立一 “房”，同辈诸房必

分立、独立。

第三，同父诸 “门”之序，可以不等于同父兄弟之序；“门主”间既可互为第一旁系，也可互

为第二至第四旁系。同父诸 “房”之序，则必与兄弟出生顺序相合；各房主间亦必分立、独立。

第四，“门”表现为宗族谱图中一个新的横向性系谱框架，它上下非对称地包容了部分同辈

分支，可以与 “房”及 “房”型系谱的纵向性和分析性实现互补。

所谓 “互补”，其准确含义即如本文此前所说，“门”并不排斥 “房”，它是一个小于 “族”、

大于 “房”的包容性范畴。当族谱编撰者将 “房”嵌入 “门”时，这一点就表现得更加充分。

如 《沁州道兴村张氏族谱》中的 《四老门长门族谱》，记载了相关人员间的世代关系：

十三世，秉恭，行一，原配杨氏，无出，以三房长子灵凤为之嗣。

秉敬，行二，原配□氏，生一子，名金凤。

秉钺，行三，……原配李氏，无出……。继配赵氏，生子二，长名灵凤，

出嗣长门，次名池凤。……

十四世，鸣凤，行一……。原配张氏，无出，以三房长子园林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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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杭：《宗族的世系学研究》，第１２—１４页。
《史记》卷５８ 《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补，第２０９１页。



至凤，行二，早亡，以三房次子满林为嗣。

岐凤，字逢圣，行三，……。原配曹氏，无出。继配张氏，生子三，长名
园林，次名满林，三名泮林。园林出嗣长门，满林出嗣二门。①

十三、十四两个世代中出现的 “三房”，源于该世代同辈兄弟的长幼顺序，可见沁县宗族完
全了解 “房”制之自然性质，但他们在这里将此 “房”纳入当地通行的 “长门” “二门”之中。

因此，在 《四老门长门族谱》中的 “三房”云云，是一个可被 “门”包容的、内涵小于 “门”
的概念。这个 “房”显然已脱离了 “族—房”模式的原意。

当然，就如 “亲亲”“尊尊”会在确认异同的基础上保持总体平衡一样，“门”“房”两个方
向的努力，也是基于中国宗族世系学理论内涵的必然产物。“门”及 “门”型系谱之应构成、或
可构成与 “房”及 “房”型系谱并列的实践类型之一的理由，也正形成于此。

不同的世系学实践类型会在与此相关的一些具体功能上表现出来。比如联宗。联宗的基本
形式，是在散居各地的若干同姓宗族分支 （房、派）之间，为实现某些功能性目标建立起一种
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各独立宗族间重建 （或编造）了源于某一始祖的历史联
系，各宗族内部现有的世系传承、财产继承则不发生任何变化。② 联宗要解决的问题和步骤，一
是各参与者必须在系谱上确认共同的始祖；二是各参与者必须在系谱上确认相对的关系。在这
个意义上，联宗与 “门”的实践原则相当接近。沁县宗族以同辈之 “门”组合了旁系兄弟，构
建起上、下非对称的包容性的 “门”型系谱，但又不干涉 “门”内各分支 （房派、支派）原有
的继承规则，大致满足了宗族观念下的统合需求。
不过，沁县宗族中凡立 “门”者进行的联宗，与分立独立之 “房”间联宗，仍有一些重要

差别，如 “门”内联宗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房”间联宗则存在明显的拟制性，对此上文已有涉
及，兹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地缘因素对两种联宗的影响。“房”间联宗对拟制性的宽容，可以
导致忽略各参与宗族间的距离；“门”内联宗对真实性的推崇，则可以抑制传统条件下跨区域宗
族间的联宗需求。沁县 “三霍”即为如此。在前引１９５５年 《霍氏四门家谱·本族家谱序言》

中，有一段霍氏简史：
霍氏留沁远及元代以上，自平阳府移民分布，从霍州迁来。原系婆、汉分家，各带三

子。汉携三子，分居山西平遥果则沟；婆引三子，长希天、次希圣、三希贤为同兄弟，莅
于山西沁州龙头脑村，安家立茔。世居五辈，分族三系。……各有始祖、宗祠、轴志、家
谱可证。三系合族联属，均以婆主为始。③
“三系合族联属”就是沁县 “三霍”进行联宗。按 “房”间联宗的惯例，沁县 “三霍”应有

理由、也有条件与相距不远、族源清晰的平遥 “三霍”联宗，但实际上，不仅明、清两代没有，

就是在近现代，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沁县 “三霍”曾经有过跨县联宗的愿望，遑论行为。沁县
霍氏 “三系合族联属，均以婆主为始”，反映了他们自足内向、谨慎纯朴的心态。

沁县连氏亦为如此。连氏明代第二世分东、西二门，以后又分二门。据连进茹所撰 《连氏
宗谱序》：

自原始祖尚清始画神主，合族奉祀，有瓜瓞緜緜之庆，有螽斯揖揖之祥，真如水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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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门长门族谱》，第１３—１５页。
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第２５６—２８０页。
《霍氏四门家谱》，第３—４页。“分族三系”，指霍氏兄弟分居后形成的３个 “各有始祖、宗祠、轴志、
家谱”的实体宗族。



也，源远而流长；木之发也，本固而枝荣。①

连氏的元代始祖连肇，至元年间进士，历任潞城、陵川、汾州教官，后归隐襄垣县，族人
“古居襄邑阳泽河”（即襄垣县阳泽疃阳泽河村）。襄垣连氏与迁沁连氏为连肇直系子孙，连进茹
则为连肇第七世孙连尚清的第十世孙。只要看上述引文中连进茹认连尚清为所谓的 “原始祖”，

就可知道数次立门、分门的沁县连氏，难以产生与襄垣连氏联宗的愿望。

沁县唐村温氏宗族的 “叙谱”实践也是一例。温氏明初迁沁定居唐村，经八或十世分立三
门，至清光绪时，各门所属支派已散居沁县各地。光绪十二年第十五世孙温丕显描述了长门、

二门的地缘关系：

长门之长门移居阎家脑，三门有移居斗角者，四门有移居孟家庄者，五门有移居马如
沟、磨连石、大小醋柳沟、圪葫岩、小河沟者；二门之二门有寄居青屯、斗沟、楼家岭者，

及四门乌苏等处。

散居的两门各支派相距不远，故于光绪十二年编成联宗性质的 《温氏宗谱》，但第三门没有
加入，想必有历史恩怨，与霍氏四门 “分立”原因相近。１９２１年，温氏决定重修宗谱，温正纲

撰 《叙言》，回顾前谱，界定今谱，看着继续变化的形势，无奈之中感慨无限：

夫叙谱者……可昭吾族人之繁盛，则共叙顺理也。不料前所叙者，长门、二门合叙，

三门另叙；今所叙者，长门与长门亦不合叙。何也？居张庄、石壑之人已另叙。今虽欲合

叙，其可得乎？是以与圣人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之心相殊远也。余不多言，亦叙谱
以接续来世。②

定居村落间的距离对 “门”内联宗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移民背景对于理解沁县族谱中 “门”及 “门”型系谱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移民史
研究的结论是：“在洪武大移民的浪潮中，山西人口的外出最引人注目”；③ 同时，“山西境内居

民的流迁从来没有停止过”， “即使是明初来自山西的移民家族，也不可能在数百年间始终不

迁”，④ 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第一节所引沁县族谱及方志资料，也可证明沁县宗族与
大槐树移民、大槐树移民后的二次移民的关系。由于沁县明清以降族谱中所立之 “门”，有效整

合了同辈兄弟关系，有可能在 “门”内形成了真实的联宗关系，因此，虽然在立 “门”之初只
是一种阶段性的安排，但经过不断的反复确认，仍然成为当地移民宗族普遍的行为选择。起点

不高的沁县宗族定居后大多能延续发展１５—２０代以上，⑤ “门”的作用不容低估。

居住环境及移民背景与沁县宗族相似的实例不在少数，但据笔者所见，目前似乎只有在沁县族
谱中才能完整地、普遍地见到本文所定义的 “门”及 “门”型系谱。如在与沁县一山 （中条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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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４１年沁县 《连氏宗谱》，第１２—１５页。新编 《沁县志》卷２５ 《民情风俗·姓氏》：“连家庄连氏，祖
居襄垣，明代中期迁沁，传今１５—１８代。”（第６２３页）
《沁县唐村温氏家谱》，１９６３年抄本１册，《总目》４２１—０００６，山西家谱、美国犹他摄影本。新编 《沁
县志》：“唐村温氏，明初散居于此，传今１７—２１代。”（第６２４页）温丕显：《叙宗谱序》，抄本，第５
页；温正纲：《叙言》，抄本，第１３页。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５卷 《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７６—４７８页。
安介生：《洪洞大槐树与明朝初年山西向外大移民》，《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太原：山西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０４页。
参见新编 《沁县志》卷２５ 《姓氏》，统计１６２个宗族，１０代以上３３族，１５代以上４６族，２０代以上５７
族。最多为４２代，最少为４代。（第６２３—６２７页）



隔的晋西南浮山县，“门”可与 “股”互换；① 跨河至豫中密县，“门”则成了 “房”的另名，与
前引秦燕对陕北宗族结构的研究结论相同。② 而迁自江苏淮安府山阳县的山东莱芜亓氏，虽然自
明中期以来的分 “门”结果与沁县相当接近，但所 “分”的原因却出于 “母之嫡庶”。③

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种具有确定内涵的系谱原则及其实践行为，沁县族谱中包容性的
“门”及 “门”型系谱的生成、延续、变型，除了有前述种种基于世系学的内因外，还另有其区
域和时代的背景；沁县的历史传统、环境交通、人口构成、村落格局、民风习俗、生活品质等，

应该都发生过某种程度的影响。当地人们的频繁外迁，似乎也未导致这一类型的 “门”范畴出
现相应的扩展。所有这些都说明，对区域文化的整体性考察，是理解和揭示沁县族谱之 “门”

这一特殊现象形成及存续原因的重要途径。

与 “族—房”模式已被认定为中国宗族及世系表达的历史特征和主流特征相比，后起的
“门”及 “门”型系谱还不足以构成 “族—门”模式。这主要是因为，虽然 “门”及 “门”型系
谱在生成原则和实践方式上自成一格，但即便对沁县宗族来说，它主要表现在明清以来的族谱
中，没有展示出与宗族大传统间直接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门”；即便有，其
特征也可以只有前述四原则之一、之二……，更不要说离开沁县和晋东南了。因此，还不具备
“模式”（ｐａｔｔｅｒｎ）之成立所应具备的广泛性和稳定性。然而，只要没有误读资料，只要能够证
明 “门”及 “门”型系谱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真实性和人群性基础，“族—房”模式的覆盖范围
和程度因此受到了地域限制，并且在学理上已能大致归纳出边界分明的原则框架，对原有知识
体系的构成亦有明显的改善和补充，从而为宗族研究增加新的路径选择，我们就应该将其包括
在宗族史和族谱史的领域之内，视之为与 “房”型系谱不同的另一种世系学实践类型。这既是
深化中国宗族研究的需要，也是对区域社会多样化特征的尊重。

附记：在本文写作及定稿的四年间，山西大学张俊峰教授提供了直接帮助；在２０１５年６月
对晋东南诸县的考察中，又得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师生及沁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如
马留堂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钱杭，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责任编辑：周　群　吴四伍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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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 《寨上村郭氏创建祠堂碑》：“时远年久，户大族繁，分为五股，轮流供献……五门祖宗虽远，祭
祀不可□□□。”《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１９１６年河南新密 《郑氏家谱》，１９１７年带草堂石印本；郑逢辛 《又家谱序》，第１册，第４—８页，《总
目》４８８—０５２５，美国犹他摄影本。
《亓氏族谱》卷１ 《亓氏二世宾祖世能祖后四世十四祖分门图 （五世五十七祖分系）》，引 “一门九世
孙”亓诗教曰：“门以序分，其常也。乃胤祖长，其子为三门、四门；积祖次，其子为一门、二门。而
二门又分，以长祖辉暨五祖雄，自次祖桢以下三祖端、四祖正、六祖寿、七祖俊，更俱在一门。相传
谓是分于母之嫡庶焉。祖宗家法严正如此，其诒谋真大且远矣，厥子若孙念哉。”（山东省莱芜市 《亓
氏族谱》编辑工作室，２００１年第七次续修本，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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